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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移民的自我选择理论和技能转换理论角度，考察并比较了不同户籍

性质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探讨外来劳动力

是否可能实现与本地劳动力在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多属于

正向自我选择式移民；外来非农户籍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融合的障

碍，其无论在收入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率方面都高于当地城镇劳动力；外来农民工虽

然在流动的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其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将追

上本地劳动力，并实现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但低技能者的收入劣势无法改变。因

此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是一种有差别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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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率在２０００年为３６．２％，２０１０年达到４７．５％。根据国家 “十二五”

规划，到２０１５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进一步提高到５１．５％。大量农村人口的快速城
镇化引发社会各界对 “城镇化虚高”和 “半城市化”等问题的担忧，因为居住形态
的城镇化并不必然表明自然的社会融合。如何促进新近城镇化的人口与城市社会的
融合成为目前广受关注的问题，① 而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促进社会融合的重
要手段，收入则是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

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当地城镇工人，外来农民工在收入方面一直处于
劣势。②不过，有关农民工收入的比较研究一直是一种静态的比较，比较农民工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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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城镇工人在某一时刻的收入状况。但是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有可能是动态的，如
果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是可变的。

由此本文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作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后来者———农民工与当

地劳动力之间是否拥有不同的收入增长曲线？回答此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农民工
的收入增长速度等于或者低于本地工人，那么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是固化的甚至
在不断加大，因此就很可能需要从制度着手促进农民工收入的提高，以增进二者在

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融合。但如果农民工收入增长的速度高于本地工人，并且在一
定时期内其收入有可能赶上当地城镇工人，那么以前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二者在
某一时刻的收入差异很可能就不具有长期性，则需要重新审视与分辨造成农民工收

入劣势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户籍制度抑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后
来者 （或者说初入职者）的谨慎反应。

其次，由于农民工与当地工人之间的户籍差异是双重的，既存在着农业与非农

业户籍之别 （城乡差异），也存在着本地与外地户籍之差 （地域差异），因此以往的
研究中所发现的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既可能来源于城乡或者地域

差异因素的单独作用，也可能来源于二者的共同作用，如何厘清收入差异中城乡与

地域的作用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根据户籍性质和流动状况将关注的对象区分为四类：农业户籍和
非农户籍的流动人口以及农业和非农户籍的本地人口 （非流动人口）。本文首先考察

户籍制度与流动状况对收入的影响作用，然后从流动人口的自我选择性 （ｓｅｌ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与人力资本转换理论 （ｓｋｉｌ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出发，比较不同群体的人力

资本的回报状况，以及流动时长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 （收入增长曲
线），以探讨不同劳动力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融合性。

一、户籍制度与人力资本

以户籍性质和地域 （或称流动状况）划分的四个群体 （农业户籍的本地和外地

农民工，非农户籍的本地和外地工人）很可能具有不同的人口学特征。由于以往的
相关研究很多只是涵盖了其中的部分群体和 （或）地区性劳动力市场，因此对这四

个群体的特征归纳可能有些不尽吻合之处。大致上，在教育程度方面，外来农民工
群体最低，本地工人其次，外来工人最高；在收入方面，外来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最
低，本地工人其次，而外来工人的平均收入是最高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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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城市劳动力收入差异的因素可以分解为宏观和微观层面两部分，宏观层面
被界定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置，通常指户籍制度和由此产生的户籍歧视；微观层
面主要为个体特征，包括人力资本、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结
合形成劳动力市场中的区隔，造成岗位获得和岗位内部的收入差异。岗位获得方面
指不同群体的劳动力聚集于不同的部门 （经常定义为所有制性质）、行业、职业。如
果部门、行业或职业之间存在收入差异，那么部门、行业和职业的群体分布差异就
有可能转化为群体间的收入差异；岗位内部的差异指拥有相同职业和相同素质的劳
动者待遇不同，即同工不同酬。
具体来讲，一方面，户籍歧视可能导致外来农民工难以进入特定的部门、行业

与职业；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各部门和行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不同，导致人力资
本平均水平较低的外来农民工和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工人聚集于不同的部

门、行业和职业。如果外来农民工聚集于收入较低的部门、行业或职业，那么他们
的平均收入就很可能低于聚集于高收入部门、行业或职业中的本地城市工人。同理，
对于在同一部门、同一行业、从事着相同职业的外来农民工和城市工人来说，户籍
歧视和人力资本差异都可能带来收入的群体差异。因此研究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城市
工人间收入差异的一个常见思路是从劳动力市场结构出发，辨析与比较制度性因素
与个体特征因素的作用，根据这两个因素相对作用的大小，判断基于户籍身份的劳
动力市场区隔的存在或消失。
以往研究基本证明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部门、行业和职业分布与

工人的户籍身份高度相关。本地工人更有可能进入国有部门就业，外来农民工群体
则更可能进入私有部门或者成为自营业者。其次，外来农民工也多聚集在制造业、
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中。① 但对于这种分布差异是否为户籍歧视的产物，以及它
是否为造成群体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则存在着争议。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无论是在岗位获得上还是在岗位内部的收入分配上都处于

劣势，并且户籍歧视是造成劣势的主要原因。② 也有研究者发现，虽然外来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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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地工人进入各部门的概率不等，但在岗位内部则是同工同酬。① 另外，不同群

体的劳动力之间的部门分布差异并不完全是由户籍身份歧视造成的。一方面，可能

是由于外来农民工在人力资本上的相对劣势使得其难以进入国有部门；② 另一方面，

部门分布差异根源于劳动者的理性选择。由于公有部门的工资收入不利于教育程度

较低的劳动力，因此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农民工主动选择进入具有相对工资优势的

非公有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造成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再是基于户籍身份的制度

性因素，而是两个群体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比如年龄、性别和人力资本等。③

这样看来，从劳动力市场区隔角度考察外来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群体收入差异

面临着几个转换：一是这两个群体之间虽然客观上存在着部门、行业或职业分布的

差异，但这种差异不再是 （或者不再仅仅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

出于劳动者的理性选择，因此部门分布差异对外来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收入

差异的解释力在减弱 （甚至消失）。二是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中

的不同部门，从工资收入上看，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在职业内部获得了平等的待遇，

也即户籍因素不再是解释职业内工资差异的有效因素。三是人口学特征 （特别是人

力资本）成为解释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劳动力群体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甚至有学者

认为，人力资本因素已经可以完全解释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④

大量的研究证明，外来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总体上的确低于城市工人。⑤ 在人力

资本决定收入回报的情况下，人力资本高的人收入回报也高，由此外来农民工的收

入回报从总体上也应该是低于当地城市工人。那么这两个群体在人力资本回报率上

的实际关系又是怎样的？即：对于拥有相同人力资本的外来农民工和城市工人来说，

或者对于户籍性质 （或者流动状态）不同但人力资本相同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人

力资本回报率是否一致？如果户籍性质、流动状态不同的劳动者在人力资本的回报

率上确实存在着差异，差异的大小又是否与人力资本的高低相关？此外，基于户籍

身份和流动状态的各劳动力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暂时的还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是

固定不变的，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基于户籍或流动状态的歧

视，但如果是暂时的，则至少说明这种歧视在逐渐减弱或者是可以克服的。另外，

如果收入差距不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变化的幅度是否随人力资本的不同而不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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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力资本高的两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逐渐趋同，但人力资本低的两组劳动力之
间的收入差距不变？

移民的自我选择性 （ｓｅｌ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和人力资本转换理论认为，无论劳动力市场
中是否存在着对移民的歧视，迁移之初，移民在收入上相较于非移民总是处于劣势，

但劣势是有可能改变的，改变所需的时间长短是测量移民同化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输出地，选择迁出的人并不具有随机性。如果输出地中选择迁移的人多是能力较
高的人，迁移之后他们的收入有望追上输入地的本土居民，此为正向的自我选择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反之，如果输出地中选择迁移的人多是能力较低者，迁移
后他们在输入地的收入劣势将很难改变，此为负向的自我选择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①

能力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可观察到的技能，比如工作经验、教育程度等，另
一种是观察不到的个人内在特质，比如积极主动性、毅力等。出于经济目的而迁移
的人 （经济移民）通常是那些相对而言比较能干、有闯劲、主动性更强的人，并且
相较于迁入地的劳动者而言，移民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力更强，即他们的自主迁移
中存在着择优机制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ｓｅｌ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②

迁移之初，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取决于输出地和输入地两个劳动力市场
之间的技能转化率 （ｓｋｉｌ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由于输入地和输出地在学校的教学质量
上可能存在差异，或者两地之间的科技发展水平不一致，同等教育程度传授的知识的
技术含量 （技术先进程度）不同，又或者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劳动力市场规则不同，具
体职业对技能的要求不同等等，移民在迁移前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和积累的工作经验不
一定适用于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有的移民还面临语言障碍，再加上移民可能不了解
迁入地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方式和工作规则，而迁入地的雇主对于移民迁移之前所接
受的学校教育和积累的工作经验也无法给出正确的评估或者有所质疑等等，这一切都
使得移民在迁移之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在迁移之后只能被部分接受。因此新移民在教
育水平与工作职位的匹配上常常出现 “过度教育”（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状况。也因此在
迁移初期，与拥有同等人力资本的非移民相比，移民的收入低于非移民。③

技能转换率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输出地和输入地在教育、技术以及劳动
力市场方面的相似度，以及语言的相通性等，比如从发达的英语国家迁移到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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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技能转换率高于从不发达、非英语国家迁移到美国的移民。而对于接受过高
等教育的、从加拿大迁移到美国的移民来说，他们的跨国迁移类似于在同一劳动力
市场内部的工作转换，迁移是为了找到一份报酬更高、条件更好的工作。①

迁移之后的最初几年，移民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输入地劳动力市场，学习新工作
所需技能。新移民的职业转换率平均来说高于非移民，而职业转换的过程也是了解
输入地劳动力市场、积累工作经验、找到与自己的人力资本更加匹配的职位的过程。

同时雇主也需要时间考察新移民，以正确地定位他们的人力资本价值。经过一段时
期的熟悉、学习与适应，再加上内在的主动性和努力程度、比当地劳动力更强的趋
利动机等因素的作用，移民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将超过非移民，而他们的收入也最终
很可能会赶上甚至超过非移民。对美国的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研究也证实，迁移
之初移民的工资低于非移民，但经过一段适应期后，移民的工资增速超过了非移民，

再经过一段时期之后，移民的收入追上甚至超过了非移民，并且国内移民追赶的速
度快于国际移民。②

影响移民收入增速的因素包括：一是他们最初的技能转换率，技能转换率越高，

则移民初期与非移民的收入差距越小，之后收入增长的速度也越低。二是移民在输
入地积累的人力资本能够直接提升他们的收入。三是与短期移民相比，长期移民更
愿意投资于学习输入地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因此收入提升的速度也更快。四是移
民在输出地积累的人力资本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积累起输入地劳动力市场所需的人

力资本，迁移前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助于他们尽快地适应输入地的劳动力市
场、学习新职业所需要的技能，他们在收入上追赶非移民的速度也越快，他们与非
移民在经济地位上融合的速度也越快。③

人力资本的转换问题涉及教育和技能等方面的转换。在中国，教育存在着显著
的城乡差异。农村中小学在师资、教学、设施等方面均落后于城市学校，并带来了

·８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Ｂａｒｒｙ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ｒｎ
Ｍ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８６，ｎｏ．５ （１９７８），ｐｐ．８９７－９２１；Ｂａｒｒｙ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ｐｐ．１６２－１６９．
Ｂａｒｒｙ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ｒｎ
Ｍ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８６，ｎｏ．５ （１９７８），ｐｐ．８９７－９２１；Ｇｅｏｒｇｅ
Ｂｏｒｊａｓ，ｅｔ　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ｐｐ．１７０－
１７５．
Ｂａｒｒｙ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ｒｎ
Ｍｅｎ，＂ｐｐ．８９７－９２１；Ｈａｒｒｉｅｔ　Ｄｕ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Ｒｅｇｅｔｓ，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９，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ｐ．１８６－１９１．



教学质量方面的差异。① 并且，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和区域发展不均衡，各地的生
产生活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乡村人口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恐怕并不适

应于城市生活，在不发达地区积累的工作经验也很难完全用于发达地区的工作之中，

因此流动人口在流动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可能只能部分得到转化。起码在流动的初

期，即使劳动力市场上不存在基于户籍性质和流动状态的差别对待，拥有相同人力
资本的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收入回报差异。但流动之后所积累

的人力资本则会弥补流动初期人力资本转换不足的问题，提升流动人口收入增加的

速度。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即使流动人口的收入在初期低于非流动人口，但

假以时日，流动人口的收入有望赶上非流动人口。本文将从移民的自我选择理论和
人力资本转换理论出发，探讨流动人口在流动之前和之后所获取的人力资本是否会

促进他们收入的增长，缩小其与当地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

对于所研究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四组劳动力 （本地工人、本地农民工、外来

工人、外来农民工）来说，本地工人是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 “土著”，其他三个群体
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 “外来者”：本地农民工虽然毋须迁移，但他们经历了职业的非

农转换，外来工人经历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转换，而外来农民工则既经历了劳

动力市场转换，也经历了职业的非农化。因此，我们把本地工人作为参照群体，以

他们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作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回报的参考值。

对国内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外来农民工多是出于经济利益而选择流动，

相对于农村留守人口，他们更加年轻，教育程度也更高，② 因此至少在来自乡村的

流动人口中存在着正向的自我选择机制。在进入城市之后的最初几年，外来农民工

的职业转换率高于本地城市工人，且转换率对外来农民工收入的提升作用大于本地

城市工人。③ 因此，从移民的自我选择和技能转换理论出发，我们预计：

假设１：随着外来劳动力在输入地积累的人力资本的增加，他们与本地劳动力

的收入差距将缩小。

根据相关理论，技能转换率决定了迁移之初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

及之后移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似度又决定了迁移之初的技能
转换率。④ 那么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各组劳动力在迁移之初的技能转换率方面是否

存在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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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张永丽、黄祖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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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地工人相比，外来工人经历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转换。鉴于国内经济
发展中存在着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技术水平、

产业结构等的差异，外来工人在进入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时，也需要时间学习和适
应，由此推导出在流动的初期他们的技能水平并不能得到完全的转换，其人力资本

回报率低于本地工人。但与两个农民工群体相比，外来工人更加熟悉和了解城镇劳
动力市场及其规则。相较于农民工群体拥有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经验，外来工人在流
动之前所积聚的非农工作经验更加适合于输入地城镇劳动力市场，也更有可能得到

输入地劳动力市场的承认。因此他们的技能转换率应该高于两个农民工群体。再考
虑到农民工的教育多是在乡村完成，而非农户籍的劳动力 （本地和外来工人）的教
育有较大的可能是在城镇完成的，教育的城乡差异也可能导致他们在技能转换率方

面的差异。

本地和外来农民工都经历了职业的非农转化。本地农民工可能比外来农民工更
熟悉当地劳动力市场，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有可能谋得条件更好、收入更

高的工作。如果用迁移前的教育水平指代迁移前的技能水平，我们提出：

假设２：在流动初期，外来工人的教育回报率低于本地工人，但高于本地农民
工，本地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高于外来农民工。

从教育程度与技能转换率的关系方面看，教育程度越低，从事的职业的技能要
求也越低，从业人员在教育质量方面即使存在着差异，也难以体现 （比如从事纯体
力劳动），也就是说教育的技能转换率比较高。而教育程度越高，从事的职业的技能

要求也越高，从业人员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学习相关技能，或者获取相关技术认证。

由此看来，教育程度低的外来劳动力需要时间熟悉当地劳动力市场，而教育程度高
的劳动力不仅需要时间熟悉当地劳动力市场，还需要时间学习特定工作技能，积累

工作经验，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３：在流动之初，教育程度越低，本地工人与其他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小；

教育程度越高，本地工人与其他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大。

迁移后收入增长的速度也取决于迁移时的人力资本转换率，转换率越高则收入
增长的速度越慢。并且，移民在迁移之前的技能水平也会影响到他们迁移之后的收
入增长速度，之前的技能会帮助他们更快地学习与适应新工作的要求，收入的增速

也就越快，① 因此：

假设４：流动之前的人力资本越低，流动后收入增长的速度越慢；流动之前的
人力资本越高，则流动后的收入增长的速度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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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研究对象为１８—５９岁、居

住于城镇、上个星期从事了一小时以上的劳动、并报告了上个月劳动收入的非农职

业人口。最终获取的４５万有效样本来自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３４５个地区和地级市。

我们将居住地与户籍地属同一个县／市／区的人口定义为本地人口，户籍在外县／

市／区的为流动人口，① 也即流动是指跨县流动。② 根据户籍性质和流动状况，研究

对象被分为四组：一是本地农民工，指从事非农职业的本地农业户籍人口。二是本

地工人，指本地非农户籍劳动力。三是外来农民工，指跨县流动的农业户籍劳动力。

四是外来工人，指跨县流动的非农户籍劳动力。前两组为本地劳动力，后两组为外

来劳动力 （流动劳动力）。

因变量为收入的自然对数。收入定义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份的劳动收入 （问卷中的

Ｒ２５），包括现金和实物折合金额收入。③ 资料搜集中设置了收入上限，由于只有８
个人的收入超过了上限，我们删除了这８个人。

自变量为人力资本，包括两部分：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

以下，初中，高中、高等教育 （大专及以上）。工作经验分为总的工作经验和流动后

积累的工作经验。我们用间接的方法测量总工作经验，即用年龄减去６，再减去从

教育程度转换而来的受教育年限，④ 并从１４岁算起。⑤ 流动之后积累的工作经验用

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的时间长短来测量 （“流动时长”），也从１４岁算起。因为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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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包括很少一部分流出人口，由于不属本文的探讨对象，因此未予保留。定义中
未考虑流入的时长，而国家统计局对年度农民工的统计口径包括 “外出６个月以上”
指标。（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２００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９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ｆｘ／ｆｘｂｇ／ｔ２０１００３１９＿４０２６２８２８１．ｈｔｍ，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直辖市和地级市的市区内的跨区 “人户分离”人口在此也被纳入流动人口范畴。虽然
有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 （参见段成荣、孙玉晶：《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
《人口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但由于我们使用的数据库中未包括判断此类 “人户分离”
的关键变量，因此无法辨别出这些人口 （直辖市的样本可以辨认出，但为了保持统计
口径一致而放弃），这是本研究的遗憾之一。
收入不包括福利收入。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人力资本回报率，它影响的主要是劳动
收入，因此我们认为使用不包括福利收入的劳动收入变量对本研究是合适的。
教育程度与教育年限的转换是根据目前的教育体制建立的，小学为６年，初中９年，高
中１２年，大专１５年，本科１６年，研究生１８年。如果受访者未完成相应阶段的教育
（辍学），则减去１年。
考虑到很多农村劳动力可能是小学毕业 （或未毕业）之后直接开始工作，因此将劳动
力年龄从１６岁降为１４岁。



中离开户籍地的时间是定序变量，分为 “半年以下”，“半年至１年”、“１年至２年”

…… “５年至６年”以及 “６年以上”等，为了简便，我们取组中值，将其建构为一

个连续变量，并用６年作为上限 （离开户籍地 “６年以上”的人较少），这样可能导

致高估其效应，但不影响统计估计的方向性 （正或负），算是一个折衷方案。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城镇状况、周工作时间 （小时）、工作部门、行业和职业等

变量。城镇分类 （“镇”和 “城区”）来源于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

查。① 部门为一系列的虚拟变量，分为国有企事业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企业主或

自营劳动者，私营或其他类型企业雇员四类。我们对行业进行了简化处理，将其归并

为五类：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与建筑业，服务业１ （交通运输、邮政、金融和

房地产业等），服务业２ （批发、零售和商业服务业等）以及教育、科研与公共管理。

职业共分为五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

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部门、

行业和职业都是控制变量，数据分析中未构建它们与户籍性质—流动状况的交互项。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从收入增长曲线探讨移民融合的研究并未纳入有关职业的

信息，因为移民的融合过程包括了频繁的职业流动。② 但由于国内城镇劳动力市场

中各组劳动力具有鲜明的部门、行业与职业分布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对他们的收入

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在此控制了此类信息。③

由于没有一个可供直接使用的ＣＰＩ地区差指数，我们选择使用固定效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线性回归模型，以控制地区间工资水平差异以及其他的地区性差异。④ 之所

以控制地区而不是省的固定效应，是因为各省之内不同地区之间在工资水平和其他

方面变异也很大。⑤ 本文的基本模型为：

　　ｌｎＷｉｊ＝β１ＭＩＧｉｊ＋β２ＥＸＰｉｊ＋β３ＥＤＵｉｊ＋δｘｉｊ＋αｉ＋εｉｊ
模型的左边为居住在地区ｉ的劳动者ｊ的上月收入的自然对数。模型右边的

ＭＩＧ代表户籍和流动状态，为一系列二分变量；ＥＸＰ代表工作经验及其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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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详细定义参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 （试行）》 （国统字
［１９９９］１１４号文），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８２／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ｒｅｎｋｏｕｐｕｃｈａ／２０００ｐｕｃｈａ／
ｈｔｍｌ／ａｐｐｅｎｄ７．ｈｔｍ，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Ｂａｒｒｙ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ｒｎ
Ｍｅｎ，＂ｐｐ．８９７－９２１；Ｇｅｏｒｇｅ　Ｂｏｒｊａｓ，ｅｔ　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ｐｐ．１７０－１７５．
把职业信息放入模型后轻微地改变了相关自变量的统计估计值，没有改变估计的方向。
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线性模型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确认了固定效
应模型是合适的。
所作的测试也表明，用 “省”的固定效应替代 “地区”后，一些变量的回归系数发生
了方向性的变化。



ＥＤＵ代表教育程度变量，ｘｉｊ为控制变量。αｉ为地区固定效应。根据考察问题的不
同，模型右边将添加不同的变量。

三、基于户籍和流动状态的各劳动力群体的特征

由于流动人口最主要的流向是从农村流入城市，从农业流入非农业，① 为了更
准确地考察城市化过程中流动与户籍对收入的影响，我们将研究对象定位于居住在
城镇地区、从事非农职业的就业人员，并以本地工人作为参照群体。但为了更好地
了解四种劳动力的群体特征以及流动人口的自我选择性，描述分析中将他们与全国
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应人群进行比较。

数据显示 （见表１），２００５年全国１８—５９岁的从业人口中，８８％的人留在户籍
地所属的县／市就业 （本地劳动力），其中农业户籍的约占６７％，非农户籍的约占

２２％；另有约１２％的人跨县就业 （外来劳动力），农业和非农户籍各占９％和３％，

因此就全国范围看，外来劳动力的比例不算很高。但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外来流动
劳动力所占比例达到２７％，其中１９％为农业户籍，８％为非农户籍；另有２０％的劳
动力为本地农业户籍。由此可见，城镇非农劳动力市场中的 “外来者”（包括本地农
民工）几乎占到一半 （４７％）。

表１　户籍性质与劳动力流动 （％）

户籍与流动 全国劳动力市场 城镇劳动力市场

本地农业户籍 ６６．８４　 １９．７９
本地非农户籍 ２１．５９　 ５３．２６
外来农业户籍 ８．６１　 １９．２９
外来非农户籍 ２．９６　 ７．６６
总计 （样本量）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９３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２９０６）

就性别比来看，在全国农业和非农户籍的劳动力中，男性分别占５３％和５８％。

而在两组外来劳动力中，男性所占比例均为５７％ （见表２）。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

本地农业户籍的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例非常高，超过６０％，② 其他三个群体中的
男性的比例相差不大。这些数据表明：正如其他研究所发现的一样，农业户籍劳动
力中，男性更有可能外出务工，③ 也更有可能就地转移到非农职业。不过在城镇
劳动力市场上，两个外来劳动力群体与本地非农户籍劳动力的性别分布相差不
大，特别是外来农民工群体中男性所占的比例并不显著地高于其他两个非农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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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约有１４％的流动劳动力流入农村地区。流动人口的产业和职业分布显示，只有５％的流
动人口为农业从业人员，流入城镇的只有２％为农业从业人员。
居住在城镇的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３８．１６岁，男性占５３．４１％。
张永丽、黄祖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动力群体。

表２　性别与年龄结构的分布

户籍与流动
男性所占比例 （％）

全　国 城　镇

平均年龄

全　国 城　镇

本地农业户籍 ５２．２１　 ６０．０７　 ３８．６７　 ３５．９３

本地非农户籍 ５８．４２　 ５７．９３　 ３７．８７　 ３７．７６

外地农业户籍 ５７．０２　 ５７．６２　 ３０．５４　 ３０．２２

外地非农户籍 ５７．０８　 ５６．５３　 ３３．５２　 ３３．４４

总　计 ５４．０４　 ５８．１９　 ３７．６４　 ３５．６１

在年龄方面，全国农业和非农户籍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相差不多，前者为３７．７
岁，后者为３７．３岁，而农业和非农户籍流动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分别为３０．５岁和

３３．５岁，表明无论是在农业还是非农户籍的劳动力中，年轻人更倾向于外出工作，

并且年轻化在农业户籍的流动劳动力中更加明显。此外，农业户籍的劳动力中年轻
人也更有可能就地转移到非农职业。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劳动力的平均年龄
明显地低于本地劳动力，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群体是最年轻的，外来非农户籍
劳动力次之，本地非农户籍劳动力是最年长的群体。

表３　户籍与流动：教育分布 （％）

户籍与流动 小学及以下 初　中 高　中 高等教育

全国：农业户籍 ４２．６０　 ４９．２７　 ７．５６　 ０．５８

　　　非农户籍 ５．４５　 ２９．０５　 ３３．５５　 ３１．９６

　　　总　计 ３３．４８　 ４４．３０　 １３．９４　 ８．２８
城镇：本地农业户籍 ２２．１０　 ６０．７４　 １５．２３　 １．９３

　　　本地非农户籍 ４．２９　 ２８．３３　 ３４．５７　 ３２．８２

　　　外来农业户籍 １９．３１　 ６１．９５　 １６．４８　 ２．２６

　　　外来非农户籍 ２．８０　 ２２．１６　 ３４．２７　 ４０．７７

　　　总　计 １０．５９　 ４０．７５　 ２７．２３　 ２１．４２

对各组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的比较发现 （见表３），四组劳动力中，外来非农劳动
力的教育水平最高，他们中４１％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本地非农劳动力次之，外来
农业户籍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位列第三，而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是最低的。

非农户籍的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农业户籍劳动力；在户籍内部，流动劳动力
的教育水平高于非流动劳动力，但差距不算很大。因此户籍性质对教育分布的影响
远远大于流动状态 （本地与外来）。

此外，将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各组劳动力与全国劳动力市场中农业与非农户籍劳
动力的教育分布进行比较后发现，无论是农业还是非农户籍，教育程度高的人都更
有可能选择流动或者就地转向非农职业 （如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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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农业户籍的劳动力因为平均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最低，因此他们总的工
作年限 （工作经验）最长 （见表４，城镇劳动力市场），平均达到２１年，但与本地
非农户籍劳动力的差距不大。两个外来劳动力群体总的工作年限基本相等，但外来
非农户籍劳动力的流动时长 （离开户籍地的年限）稍长于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
（３．３２年与３．０９年）。在总工作经验方面，本地与外来劳动力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
不同户籍劳动力之间的差距。

表４　工作经验的分布 （％）

户籍与流动
全国劳动力市场

总工作经验 流动时长

城镇劳动力市场

总工作经验 流动时长

本地农业户籍

本地非农户籍

外地农业户籍

外地非农户籍

总　计

２３．９１ — ２０．５９ —
（１１．００） （１０．３４）

１９．９４ — １９．６６ —
（１０．０４） （９．８９）

１５．２１　 ３．０９　 １４．７９　 ３．０９
（９．３９） （２．０３） （９．２７） （２．０２）

１４．９８　 ３．３２　 １４．７８　 ３．３２
（１０．３０） （２．０７） （１０．１９） （２．０７）

２２．０４　 ３．１５　 １８．５３　 ３．１５
（１１．０５） （２．０５） （１０．１５） （２．０４）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综合看来，农业户籍人口中，男性、年轻人和教育程度较高者更有可能流动或
者就地进入非农职业；非农户籍人口中，年轻人和教育程度较高者更有可能流动。

非农户籍中流动者和非流动者之间的差距小于农业户籍中的流动者与非流动者之间

的差距。由此看来，在外出务工问题上，非农户籍和农业户籍的劳动力中都存在着
正向选择机制 （年轻、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有可能选择外出），在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就
地非农化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正向选择机制。

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在总的工作经验方面存在着以流动状态划界的情况：本地
与外来劳动力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农业与非农户籍劳动力之间的差距。与本地劳动
力相比，两个外来劳动力群体都更加年轻，总的工作经验更短。但在教育程度上存
在着很明显的以户籍性质划界的现象：非农户籍劳动力的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农业户
籍劳动力。在户籍内部，外来工人的教育程度高于本地工人，外来农民工的教育程
度虽然稍高于本地农民工，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各组劳动力的平均工资看起来仿佛体现了他们在教育程度上，而非工作经验方
面的差异 （见表５）。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收入是最低的，

其次是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而外地非农户籍劳动力的收入则是四组中最高的。收
入差异确实完美地体现了四个群体在教育程度上的排序，但存在着两个疑问：一是
教育程度差距相对较小的两个非农户籍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非常大，外地非农户籍
劳动力的平均收入远远高于本地非农户籍劳动力，二者相差６２０元 （＝１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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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２）。二是教育程度差异较大的本地非农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
却相对较小，仅相差１６３元。看起来户籍性质和流动状态对各个群体的收入的影响
并不一致，但二者都可以提高群体的平均收入。

表５　户籍与流动：月收入 （元）

户籍与流动 全　国 城　镇

本地农业户籍

本地非农户籍

外地农业户籍

外地非农户籍

总　计

４０７．５２　 ８５０．２２
（４５３．０５） （７５２．８５）

１１２８．７２　 １１８１．６７
（１０４４．２６） （１０８０．３１）

９６７．１５　 １０１８．５３
（８６０．０７） （９１３．０１）

１７４９．５４　 １８０１．８３
（１７３３．４８） （１７５５．９０）

６５１．１４　 １１３２．１３
（８１１．５１） （１０８８．４１）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就群体特征来看，不同户籍身份和流动状态的劳动力在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
等方面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或许可以部分解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

比如外地农民工相对较低的教育程度使得他们在收入方面低于本地城市工人。① 但
在控制了这些特征之后，各群体劳动力之间是否还存在着收入差异？此外，当引进
了本地农业户籍和外地非农户籍的劳动力之后，四个劳动力群体之间的教育程度差
异恐怕不足以解释他们之间的收入差异。那么是否存在着另外的影响因素，这些因
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下一步要讨论的问题。

四、流动、户籍与人力资本回报

我们使用四个模型考察城镇非农劳动力市场上户籍性质、流动状态和人力资本
对收入的影响 （见表６）。模型１比较了户籍性质和流动状态对收入的影响；模型２
考察了流动后积累的人力资本 （流动时长）的影响；模型３考察了流动、户籍与教
育程度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检验不同户籍和流动状态的劳动力在人力资本回报方面
是否存在差异；模型４则考察了流动时长与教育程度之间的交互作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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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培林、李炜：《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由于篇幅所限，此表未列出控制变量的效应。此外，我们也对四组劳动力分别建立了
模型，由于篇幅所限不展开讨论。读者可与作者联系：ｇｘｉｅ＠ｒｕｃ．ｅｄｕ．ｃｎ．



表６　收入的固定效应线性回归模型

变　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总工作经验

总工作经验的平方

初　中

高　中

高等教育

外来劳动力

非农户口

外来劳动力×非农户口

外流时长 （年）

外流时长的平方

外来工人×外流时长

外来工人×
外流时长平方

外来劳动力×初中

外来劳动力×高中

外来劳动力×高等教育

非农户口×初中

非农户口×高中

非农户口×高等教育

外来非农×初中

外来非农×高中

外来非农×高等教育

外来农民工×初中×
外流时长

外来农民工×初中×
外流时长平方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５＊＊＊０．１５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２９５＊＊＊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５＊＊＊０．２９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６３６＊＊＊ ０．４３０＊＊＊ ０．４３０＊＊＊０．６３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５７＊＊＊－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１６５＊＊＊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２４７＊＊＊ ０．１０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１９８＊＊＊ ０．１９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６）

－０．１４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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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变　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外来农民工×高中×
外流时长

外来农民工×高中×
外流时长平方

外来农民工×
高等教育×外流时长

外来农民工×高等教育×
外流时长平方

外来工人×小学×
外流时长

外来工人×小学×
外流时长平方

外来工人×初中×
外流时长

外来工人×初中×
外流时长平方

外来工人×高中×
外流时长

外来工人×高中×
外流时长平方

外来工人×高等教育×
外流时长

外来工人×高等教育×
外流时长平方

样本量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１１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４５２９０６　 ４５２９０６　 ４５２９０６　 ４５２９０６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５％；＊＊１％；＊＊＊０．１％。

模型１是一个简略模型，在假定各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回报一致的情况下，比

较了群体间的收入状况。统计结果显示：两个外来劳动力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

的表现差异极大。外来工人具有压倒性优势，在收入上把其他三个群体远远地甩在

了后面。四组劳动力的收入由高到低依次为：外来工人、本地工人、本地农民工、

外来农民工。作为参照群体的本地工人的收入比外来工人低１６％左右，但比本地和

外来农民工分别高２．５％和４％。户籍性质确实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两个非

农户籍群体的收入高于两个农业户籍群体；流动状态对外来工人和外来农民工的影

响作用不一致。外来农民工群体的收入确实低于本地的两个劳动力群体，但收入差

距相对来说不大。而外来工人并不受外来身份的影响，在本地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

甚至远远地超过了本地工人。

由于外来农民工和外来工人群体之间差异很大，因此当模型２引入外来劳动力

在输入地劳动力市场积累的工作经验变量 （流动时长）时，将其与户籍性质做了交

互。统计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本地工人的收入比初入本地劳动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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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的外来工人低６％，但比初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外来农民工高９％，比本地农
民工高２．５％。① 与模型１相比，本地工人相对于外来工人的劣势减小 （从１６％到

６％），但相对于外来农民工的优势加大 （从４％到９％）。这表明，外来劳动力流动
之后的收入的增速超过了本地工人。并且可以预测，大约在流动８年之后，本地工
人和外来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将缩小到不到１％。② 不过，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增长速
度与流动时长呈倒Ｕ形关系，在经过最初几年的加速增长之后，增长的势头逐渐放
缓。此外，外来工人的工资增长曲线比外来农民工的增长曲线更加陡峭，表明增长
的速度更快，达到顶峰所需的时间更短。

当引入教育与户籍—流动状态的交互效应之后 （模型３），可以看到，不同劳动
力群体在各教育阶段上的回报率并不一致。教育回报的效应被分解为主效应和交互
效应两部分。在主效应以外，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外来劳动力或者非农户籍劳
动力还会获得额外的教育回报。不过由于从这两方面得到的教育回报已足够大，流
动状态 （外来劳动力）和户籍性质 （非农户籍）的交互作用不再能继续提升教育的
回报率。但综合起来看，外来工人在各个教育阶段的回报率都高于其他三个群体。

再进一步引入教育程度与两组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时长的交互项之后 （模型４）

发现，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增长曲线与他们的户籍性质、教育程度以及流动时长密切
相关。无论是外来农民工还是外来工人，教育程度越高，在输入地积累的工作经验
越多，在一定时期内工资增长的速度就越快。

模型２、３和４中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各模型之间基本保持稳定，因此我们主
要针对模型４的一些估计结果进行详细解释。

在全国城镇非农劳动力市场上 （模型４），四组劳动力间收入孰高孰低与他们的
人力资本和户籍性质、流动状态、流动时长密切相关。人力资本包括三个部分：教
育程度、总的工作经验和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积累的工作经验 （流动时长）。对所有四
个群体来说，总的工作经验 （年限）与收入之间是一条倒Ｕ形曲线，收入增长的速
度取决于工作年限。

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被分解为三个部分：一是四个群体的主效应都相同。二
是与户籍性质—流动状态之间形成的多个交互效应。三是与流动时长之间形成的交
互效应。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教育程度、户籍性质和流动状态各自的主效应和彼此形
成的交互效应对收入的影响，我们把模型４中相关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转换为边际
效应 （见表７），并给出了回归系数的指数转换 （ｅβ）。

表７显示，首先，在每个群体内部，教育都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
越高，回报率也越高。其次，在各群体内部，教育的作用并不相同。教育程度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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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本地农民工的估计可能有偏差，由于缺乏相关变量，无法控制他们非农转换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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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工人的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对本地农民工的影响作用最小。对于本地农民工来

说，与只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人相比，接受过初中、高中或高等教育的人的收

入分别增长１８％、２７％和５４％；对于本地工人来说，与只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人

相比，接受过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的人的收入分别增长约１６％ （＝ｅｘｐ （０．１６８－

０．０２１））、３６％和８７％。外来农民工中，接受过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的人比只接

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人的收入分别高出１５％、３０％和７１％。外来工人的教育回报

率是四个群体中变异最大的，接受过初中、高中、高等教育的人的收入比只接受过

小学及以下教育的人分别高出约１１％、３０％和９２％。

表７　各组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

本地农民工

回归系数 （β） ｅβ
本地工人

Β ｅβ
外来农民工

β ｅβ
外来工人

β ｅβ

小学及以下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１．０２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４）

０．９４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２）

１．０８３

初　中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４）

１．１７９ ０．１６８＊＊＊
（０．００４）

１．１８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０８）

１．０９５ ０．１８９＊＊＊
（０．０２０）

１．２０８

高　中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６）

１．２６５ ０．３２５＊＊＊
（０．００４）

１．３８３ ０．２１５＊＊＊
（０．０１２）

１．２４０ ０．３５６＊＊＊
（０．０１５）

１．４２７

高等教育 ０．４３０＊＊＊
（０．０１３）

１．５３７ ０．６４９＊＊＊
（０．００５）

１．９１３ ０．４７９＊＊＊
（０．０２６）

１．６１５ ０．７４６＊＊＊
（０．０１３）

２．１０９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５％；＊＊１％；＊＊＊０．１％。

各劳动力群体之间也存在着教育回报率的差异。本地工人与新加入本地劳动力市场

的外来工人相比，二者在初中及以下教育阶段的回报率差异不具统计显著性，但在高中

及以上教育阶段后者显著性地高于前者。如果将本地工人的教育回报率当作当地劳动力

市场的参考标准，外来工人所接受的教育在迁入地劳动力市场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转换，

并且技能越高，转换率越高。这显示，城镇劳动力市场之间不存在隔阂，外来工人在流

动前获取的人力资本在流动之后可以得到充分的认可。对于他们特别是其中的高技能者，

流动就是一次工作变动，流动的目的是寻找报酬更高、条件更好的工作。

从教育回报率上也可以看出外来农民工和外来工人这两个外来劳动力群体之间巨大

的差异。初入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外来农民工在各个教育阶段的回报率都显著地低于本地

工人，这与其他学者的发现是一致的。① 不过差异的程度依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教育程度越高，在回报率上的差异越大，这也表明外来农民工迁移前的技能水平越

低，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技能转换率越高，而技能水平越高，技能转换率越低。

本地农民工与本地工人相比，他们在初中及以下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上的差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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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初中阶段的差异不具统计显著性），① 但到了高中及以上阶段，则教育水平越
高，技能转换率越低，与本地工人的差距也越大。与外来农民工相比，本地农民工

应该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虽然也经历了职业上的非农转换，但他们作为本地

人，可能更了解和熟悉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规则和要求。然而研究发现他们这种优势

只是表现在教育程度较低者身上：在初中及以下阶段，本地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显

著性地高于外来农民工，到了高中阶段，二者之间的差距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而到

了高中以上阶段，外来农民工在教育回报率上超过了本地农民工。

外来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中积累的工作经验将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收入，

提升的速度依户籍性质和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教育程度越高，工资增速越快；

受过高中及以上阶段教育的外来工人的工资增速大于同等教育程度下的外来农民工。

对于只接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外来农民工来说，他们工资的增速与本地劳动力没

有显著差别 （相应的教育程度与流动时长的交互效应不显著），也因此他们与本地劳

动力在收入上的差异是固化的。但对于一个接受了高中教育的外来农民工来说，在

他们初入当地劳动力市场时，收入比同等教育程度的本地工人低大约１１％ （＝ｅｘｐ
（０．３２５－０．２１５）），４年之后二者的收入差距几乎消失。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农
民工在新入城镇劳动力市场时，他们的收入比同等教育的本地工人低大约１７％，但

两年之后，二者的收入基本持平。因此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助于在新的劳动力市

场中的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增长的速度越快。

外来工人在流动的最初几年收入的增速也与教育程度相关。教育程度在小学及

以下者，其工资增长的速度与本地劳动力相同。而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上者，教育

程度越高，收入的增速越高，并且增速超过了本地劳动力，这将进一步拉大他们与

其他三个劳动力群体在收入上的差距。

概言之，外来工人在流动之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得到了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充

分承认。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者的教育回报率与本地工人相等，教育程度在高中

及以上者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甚至超过了本地工人，这与假设２所推测的、流动多

少会令外来劳动力的技能无法完全转换的结果不相吻合，也与假设３相悖，因为教

育程度越高，其技能转换率也越高。由此看来，对于外来工人来说，流动并不妨碍

其人力资本的发挥，甚至会促进高技能者人力资本更好地发挥。此外，外来工人还

能进一步从流动中获利：与假设１和４所推测一致的是，在流动的最初几年，外来

工人在流入地新获取的工作经验将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教育回报率，或者说教育将促
进他们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其收入增长速度，强化他们对本

地工人的收入优势。

但人力资本在农村到城镇劳动力市场之间并未得到完全的转换。初入城镇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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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无法控制本地农民工的非农转换的时长，此处的估计可能有偏差。



力市场的外来农民工在教育各阶段上的回报率都低于本地工人，教育程度越高，回
报率之间的差异越大，表明人力资本的转换率越低，但同时其在迁入地劳动力市场
中的收入增长率也越高———反映在只接受过初中或以下教育的外来农民工的收入增
速不受他们的流动时长的影响，而接受过中等 （高中）或以上教育的外来农民工，
人力资本越高，流动后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收入的提升作用也越大。假设１、２、３、

４对外来农民工群体是适用的。
本地农民工虽毋须跨地域流动，但他们和外来农民工一样，经历了职业的非农

转化。他们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在初中及以下阶段高于外来农民
工，但在高中及以上阶段与外来农民工相似。由此看来，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了解
与熟悉仿佛只是对他们中教育程度较低者有一定的作用，使得他们的收入回报高于
外来农民工。不过由于无法获得并控制其非农转换的时长，即他们在非农职业中积
累的工作经验，因此无法进一步对他们的人力资本的效用进行分解。但可以看到的
是，他们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待遇更加类似于外来农民工，而非本地工人。

五、结　　语

根据户籍性质与流动状态，本文将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所有劳动力分为四组，
考察并比较了各组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人力资本分为教育和工作经验，后者又包括
总的工作经验和流动后积累的工作经验两部分。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根据
户籍性质、流动状态和流动时长的不同而不同。大体上看，外来工人的人力资本回
报率最高，之后是本地工人和本地农民工。
不同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时拥有不同的技能转换率。流动对于外来工人

来说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提升，他们的技能转换率，并且教育水平越高，技能转
换率也越高。而外来农民工的流动与职业的非农转换使得他们在流动前所积累的人
力资本无法得到完全的转换。初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外来农民工在各个教育阶段的
回报率都低于本地工人，教育程度越高，技能的转换率越低。本地农民工在城镇劳
动力市场中的境遇与外来农民工相似，但低技能劳动力 （初中以下教育）的技能转
换率高于外来农民工。
我们推测，外来工人在技能转换率方面的巨大优势可能在于他们中很大比例的

劳动力是在高度相似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流动是因为找到了技能回报率更高的
工作，因此不涉及技能转换率不充分的问题。２００５年的人口抽样数据也显示 （见表

８），４２％的外来工人是在同一地区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① 或许可以视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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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能有很多是在地级市的市区内部流动，但由于缺乏相关变量，无法给出具体数据。



同一个劳动力市场内部的流动。① 相比之下，只有８％的外来农民工是在同一地区
内部的流动，高达７３％的外来农民工跨省流动。这表明，外来农民工与外来工人虽

然均为正向选择式的移民，但他们在流动的动机与模式上存在很大差异。

　　　　　　　　　　　　　　　　　　表８　外来劳动力的流动距离 （％）

流动距离 外来农民工 外来工人 总　计
地区内，跨县 ８．１８　 ４２．０３　 １７．８０
省内，跨地区 １９．２０　 １６．７９　 １８．５２
跨省，同区域 １４．７７　 １２．３１　 １４．０７
跨区域 ５７．８６　 ２８．８６　 ４９．６２
总计 （样本量）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３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７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２０６７）

　　　注：“跨区域”指在东、中、西部之间的流动。

另外，外来劳动力，无论是外来工人还是外来农民工，在输入地劳动力市场所
积累的工作经验会促进他们的收入增速，使得他们在最初几年的工资增长速度超过

了本地工人，并且教育程度越高，工资的增速也越高。对于接受过高中或以上教育

的外来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收入劣势并不会永远持续，随着他们逐渐积累起与城镇

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其与本地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将逐渐缩小甚至消失。

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四个劳动力群体的表现揭示了外来工人、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

民工群体的自我选择性。无论是外来工人还是外来农民工都表现出正向自我选择的倾

向。一方面，技能较高者更有可能选择流动，另一方面，自愿选择了流动的人具有高

度的主动性和强烈的获利动机，他们在迁移之后会主动学习新工作所需技能，尽快适

应输入地劳动力市场。因此，虽然外来工人在流动初期的收入已经等于或高于同等教

育程度的本地工人，但他们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增速在流动之后的最初几年依然超过

了本地工人，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收入优势。而对于拥有较高技能的外来农民工来

说，即使他们在流动的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之后，他们能够克服户籍

制度的障碍，在收入方面追上本地工人。但对于本地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的非农转
换也属于正向的自我选择，但由于毋须离开自己的家乡，其迁移成本远低于外来劳动

力，因此正向选择的效应对他们而言不如对另外两个外来劳动力群体显著。

移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反映了他们与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融合问题。② 从外来

工人和外来农民工流动后的收入增长曲线看，外来工人在经济地位上与本地工人之

间并不存在区隔，他们甚至在流动之初就已经实现了与本地工人之间的经济平等。

对于外来农民工来说，虽然在流动之初的经济地位低于本地工人，但经过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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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此问题的验证需要考察输出地和输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宏观影响因素，这将是下一步
的工作。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ｏｒｊａｓ，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Ｊ．Ｍ．Ａｂｏｗｄ，ｅｔ　ａｌ．，ｅｄ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ｐｐ．２９－７６．



之后，他们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将追上本地工人，实现经济地位的融合。而低技能
者的收入劣势则无法改变，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很可能将一直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

低于拥有相同技能的本地工人。① 本地农民工的处境与外来农民工相似。总的看来，

外来劳动力与城镇本地劳动力的融合是一种分层融合，或者说有区隔的融合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② 技能较高的外来劳动力可以实现与城镇本地劳动力中技
能较高者的融合，而低技能者在迁移之后则处于城镇社会的底层，与城镇当地社会
中的低技能者融合。这也说明，在促进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方面，工作的重点应该
放在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中的低技能者身上，并且也需要从源头着手，在农村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大力推广中等教育程度的实施与普及。

本研究的发现也揭示了几个问题，一是迁移人口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速
度与其人力资本密切相关。人力资本越高，融入的速度越快。二是外来工人和外来
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道路非常不同。前者与本地劳动力之间在劳动力
市场上不存在融合障碍；而后者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因人力资本的高低而不
同。这表明外来农民工和外来工人群体在流动的自我选择性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而
这一点又可能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的动机以及迁移模式相关，

对此还需要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三是关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问题。以往研究中将
所有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工人在收入差距上未能解释的部分多归因为劳动力市场中对

农民工的歧视，我们在研究中也确实发现两个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均低于两个非农户
籍群体。但外来和本地农民工经历了地域 （跨县）或／和职业身份 （非农化）的转
换，他们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劣势是否也部分地来源于他们的初入职者的身
份呢？本研究的确发现，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熟悉与适应之后，外来农民工中的高技
能者的劳动收入有望追上本地工人，这可能表明，如果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对
外来农民工的身份歧视，其并非是整齐划一的，歧视的程度 （甚至歧视与否）取决
于外来农民工的技能水平，抑或其他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特别是随着目前许多
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倾向于保留农业户籍，③ 根据户籍性质而定义的外来农民工的内
涵也开始发生改变，对外来农民工的研究亦需要更加精细化的设计。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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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因为没有本地农民工的相关信息，我们无法对他们的融合之路作出判断。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Ｐｏｒ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ｎ　Ｚｈｏｕ，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５３０，１９９３，ｐｐ．７４－９６．
马岳君等：《浙江 “逆城市化”现象调查》，《法制日报》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９日，第４版。




